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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冲破思想“老框框”的法学界“改革先锋”
追记王家福：最早主张实行“依法治国”的学者之一，被誉为“中国法学界的一面旗帜”

王家福几乎参与了改革开放以来我

国所有的民商事法律的起草和制定工作。

有学者评价，这也是逐步冲破思想“老框

框”的过程

作为“民法四先生”之一，最早主张实

行“依法治国”的学者之一，王家福总能在

关键节点提出自己的思想，并推进中国法

治进程

王家福具备中国问题意识。很多人都

说这个问题德国是怎么说的，美国是怎么

说的。可王家福是以“中国的实际问题”为

出发点，考虑对解决中国问题是不是有效

果

本报记者张典标

7 月 19 日，刘海年早早出了门，一个多小时后，当他赶到北
京八宝山殡仪馆东礼堂广场时，广场上的人已经三五成群，空气
中弥漫着沉重的情绪。

84 岁的刘海年曾参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审判工作。当他
由人搀扶着穿过人群时，众人都在追忆王家福生前的点点滴滴。

王家福是刘海年的同事和挚友，他俩被称为中国社科院“最好
的搭档”。6天前的 7月 13日，王家福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 89岁。

2018 年 12 月 18 日，党中央、国务院授予王家福“改革先
锋”称号，并获评“推动依法治国的理论创新者”。

“民法一定要搞”

就算顶着“帽子”，他也要呼吁和推动起草
民法典

1978 年，王家福还是中国社科院法学所民法经济法研究

室主任。这年年底的一天，他接到了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
长胡乔木转来的一封信。这封信向中央建议不要制定民法
典。

经过和同事连夜讨论研究，王家福认为信中的建议不正
确，中国需要尽快制定民法典，于是向中央提交了《关于制定
民法典的建议报告》。报告被采纳后，新中国历史上的第三次
民法典起草工作也开始了。

其实在此之前，王家福就一直在呼吁起草民法典。
在 1978 年 11 月 24 日《人民日报》上，王家福发表了文章

《民法一定要搞》，提出制定民法是发展国民经济的需要，也是
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需要。第二年，他又在《法学研究》杂志上
发表了题为《一定要制定民法》的文章。

王家福在这个时候呼吁制定民法典，是顶着“资本主义”

的帽子的。
1978 年 12 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国家工作重

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然而，需要什么样的法律来保障经济
建设却一直存在争论。

有一次，王家福去沈阳参加中国经济法学会的学术会议
时，组织者在会上断言，“今后我国的经济活动都要由经济法
来调整，民法要退出历史舞台。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法要消
亡。”

“当时的经济法和现在的经济法不是一个东西。”中国社
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孙宪忠解释。当时，孙
宪忠是王家福的博士生，他也在沈阳的会场上。“当时的经济
法主张，社会主义经济就是计划经济体制，而且计划强度越
高，社会主义性质才越纯粹。”

而王家福呼吁的民法主张，政府不能影响企业的自主权，
企业有权利根据市场来自己订立合同。这种观点一直被认为
是资产阶级观点。

当时还处于经济体制改革初期，计划经济依然占主导。即
使在这种情况下，王家福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呼吁制定民法
典。

王家福没想到，1982 年，他参与的第三次民法典工作被
暂停了，起草小组也被解散了。当时民法典已出第四稿。

两年后，王家福再次向中央建议：“从速制定并颁行民法
典。”王家福觉得，随着改革开放日益扩大和深入，新的问题和
矛盾不断涌现，社会发展越来越需要一部民法典。

考虑到当时还不大可能制定一部完善的民法典，时任全
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彭真提出，在民法典第四稿的基础上，
先制定《民法通则》。

1986 年，王家福参与起草的《民法通则》出台。这是新中
国历史上第一部正式颁行的民事基本法律，被誉为“中国的权
利宣言”。作为主要起草人之一的王家福也被誉为“民法四先
生”之一。

而王家福“以平等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作为民法立法基
础”的观点，最终为民法通则采纳，并成为以后中国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立法的基础。

“平等主体”看似很平常的词有何特殊？
“在高强度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要签个合同，甚至是

买一个螺丝帽，也要请示市长，这样的企业是僵死的。”孙宪忠
耐心地解释，“中央提出要搞活企业，企业搞没搞活的最基本
特征是企业有无自主权。只有企业有自主权，民法上的平等主
体说法才能成立。”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绝非唯利是图的经济”

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王家福率先提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基本构想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绝非有的人所想象的那样是什么无
法无天的经济、为所欲为的经济、坑蒙拐骗的经济、唯利是图
的经济、权钱交易的经济。”1995 年 1 月 20 日，王家福走进中
南海“讲课”，题目是《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建设问
题》。

在此 3 年前，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明确了社会主义
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当年 10 月，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出：“经济
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转 7 版）

▲王家福。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供图

本报记者周甲禄、徐海波

武汉武昌南望山脚下的武汉邮科院家属区，一栋上世纪
70 年代的两层楼房。推开锈迹斑斑的铁门，小院里种满了丝
瓜、辣椒等，几只小花猫生活在树藤下，陪伴着赵梓森享受平
静的晚年生活。如果不是家中挂满墙的荣誉证书，很难相信眼
前这位普通的老人就是“中国光纤之父”。

《科学美国人》杂志曾评价说：“光纤通信是二战以来最有
意义的四大发明之一。如果没有光纤通信，就不会有今天的互
联网和通信网络。”但是，对于拉出我国第一根光纤的赵梓森
院士及第一根光纤的诞生，人们知之甚少。

在光纤通信上有几个重要的节点事件：1966 年，上海出
生的英/美籍华人高锟首次提出玻璃丝可用于通信。1970 年，
美国花费 3000 万美元制造出了 3 条 30 米长的光纤样品，这
是世界上第一次制造出对光纤通信有实用价值的光纤。7 年
后，身居武汉的青年教师赵梓森也拉出了具有中国自主知识
产权的第一根实用光纤。

正是赵梓森的这一贡献，使我国在通信技术方面与世界
最先进水平齐头并进，在部分领域甚至处于领跑地位。

和蔼之中带点幽默，87 岁的赵梓森院士像其他普通老人
一样，是一位让人如沐春风的老者。简陋的房屋、简单的生活、
简朴的衣着，赵梓森坐在一个竹藤椅上与记者拉起了家常，回
顾自己 42 年的追光之路。

在厕所旁拉出第一根光纤，开启我国通

信新时代

1932 年，赵梓森出生于上海一个制衣作坊家庭。1937
年淞沪会战爆发，幼小的赵梓森目睹了上海被日军占领的
过程，他家也受到战争影响，一家人辗转搬到英租界，母亲
平时做点缝缝补补的针线活补贴家用。至今与记者谈起这
些童年往事，他仍然记得很多生动的细节。

赵梓森小时候特爱捣鼓些小制作，制造过氢气球、矿石收
音机和滑翔飞机模型和小提琴等。赵梓森告诉记者，看到别人
有玩具飞机，他也“心痒痒”，于是自己使出浑身解数做了一个
模型飞机。恰好上海组织学生模型飞机比赛，赵梓森把自己心
爱的作品拿去参赛，没想到还得了名次，他更没想到当时的上
海市长还亲自给他颁奖。

1954 年，赵梓森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武汉邮电学校当
老师。这是原邮电工业部下属的一所中专学校，后来升格为
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赵梓森很清楚新中国刚刚来到，将来
一定需要大规模建设，一定需要大量的科学知识。于是，赵梓
森一有闲暇时间，就自学研究生课程，恶补日语英语俄语等
外语。

即使在“文革”期间，赵梓森仍然坚持白天参加政治学习，
晚上在家钻研光纤通信知识，偷偷自制电视机和高端收音机。

1969 年，北京邮电科学研究院将国家科研项目“激光大
气传输通信”以及项目执行人员转移到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
到了 1971 年，院领导认为项目进展太慢，要求“技术好的”赵
梓森加入进来，并牵头负责。

赵梓森找科研人员了解得知，进展慢是因为没有仪表设
备，“平行光管得一年后才能到货”。赵梓森就想到“土法上
马”，将天线搬到屋顶，利用太阳校正了天线，接着把整个激
光大气通信设备，搬到当时武汉市最高的建筑——— 六渡桥的
水塔和水运工程学院的某高楼，实现了“大气传输激光通
信”，传输有效距离从 8 米迅速提高到 10 公里，课题获得了

成功。
“同事们都很高兴，但是我却高兴不起来。”赵梓森发现大

气传输光通信无法实现全天候通信，碰上雨、雪、雾等天气，装
置就失灵了，必须寻求“替代物”。

在听说玻璃丝(光纤)能够通信后，赵梓森急切去湖北省
图书馆查找资料，仔细研究，初步认可了光纤通信技术的可
行性和巨大潜力。后又通过留学科学家钱伟长等人打听到，
美国和英国等发达国家已经在研制光纤通信技术并取得初步
成功。赵梓森更加坚信了自己的判断，决定开展光纤通信研
究。

1974 年 8 月，在历经长时间深入研究后，赵梓森提出石
英光纤通信技术方案。方案遭到许多权威专家的质疑，“小小
玻璃丝可以通信？简直是天方夜谭”。质疑声中最主要的观点
是，光信号经光纤传输后，由于吸收、散射等原因引起光功率
减小，影响传输距离或中继站间隔距离，导致“通信传不远听
不清”。

赵梓森却坚信自己的判断。他坚持研究发现，光纤玻璃的
损耗并非“必然”，而是由过渡金属离子产生，如果将其含量控
制在百万分之一以下，吸收损耗就在 10dB/km 以下，再改进
拉丝工艺和热处理技术，损耗就会降到更低，对光传输的影响
也微乎其微。

这一发现使赵梓森更有了信心。他白天参加政治学习，晚
上在家偷偷钻研光纤。

在一无技术、二无设备、三无人员的情况下，赵梓森开始

了中国的光纤攻关。
经过再三努力说服领导，赵梓森在单位办公楼一楼厕所旁

改造出一间实验室。他找来几位年轻同事做帮手，采用最简易
的实验设备(电炉、试管和酒精灯等)、最简单的工艺(烧烤)和最
基础的原料(四氯化硅、氧气)，经过一年多时间数千次的试验，
熔炼出高纯度的石英玻璃。以此试验为基础，采用化学气相沉
积法绘制出 300 多张图纸，利用旧车床和废旧机械零件制造出
一台光纤拉丝机。

一次实验中，赵梓森不小心将四氯化硅液体喷进右眼。由
于氯气释放浓度太大，眼睛剧痛，晕倒在地。同事们赶紧将其送
进医院。“到了医院，医生都愣住了，没见过这种情况，不会治。”
赵梓森说，“后来我跟医生说，用蒸馏水冲洗眼睛，然后打吊针消
炎就行。”眼睛刚一消肿，还未痊愈，赵梓森又回到了实验室。

经过近三年的努力，我国第一根实用型、短波长和阶跃型
石英光纤终于诞生了。在 1977 年举办的“邮电部工业学大庆展
览会”上，赵梓森通过自行研制的光纤，成功传输黑白电视信号，
引起国家的重视。光纤通信因此被破格列为国家重点攻关项
目。我国的光纤通信技术从此迈入了“快车道”。

追求真理不盲从 为我国光通信技术探索

出正确路径

当时的中国，因为长期的政治运动和信息闭塞，几乎没人
相信玻璃丝可以通信，而且，自主研发的试验条件不具备，既
然美英等国已在研制光纤通信技术并取得初步的成功，我国
是否可以引进外国产品来发展我国通信技术？

“科学没有捷径可走。通往真相的路，得自己寻找。”赵梓森
意识到，虽然依靠进口光纤可以短时间内建构起我国的通信网
络，但核心部件却永远被人“卡脖子”。于是，他抓住一切可能的
时机，不遗余力地呼吁我国支持和发展光纤通信研究。

其实，在当时，我国多个部委和研究机构也都着手研究光
通信技术。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开展激光通信研究的方案也得
到相关部门的支持，并在 1972 年 3 月正式立项为国家重点科
研项目“723”机，主要从事光纤波导数字通信和大气激光通信
的研究。

1973 年，赵梓森在发现“大气传输”存在重大缺陷后，又发
现“723”机项目其实也行不通。这个项目采用的多组分玻璃光
纤的提纯有极大难度，而且这种光纤的品界反射与散射导致光
传输效果不佳。“项目虽然用到了半导体激光器，但只是用于提
高泵浦的效率和代替水冷器等，而不是直接做光源。”赵梓森认
为，“723”项目存在技术“路线错误”。

发现当时国家确定的两个科研方向“前途堪忧”后，赵梓森
决定另寻他路。1974 年 8 月，赵梓森向国务院科技办专门提出，
以石英光纤为媒介、半导体激光器做光源、脉冲编码为调制方
式的光纤通信技术路线，并被列为国家“五五”计划重点赶超科
研项目。

接下来，赵梓森又主持制定了用 MCVD 法制造石英玻璃
光纤预制棒的技术路线。“这就是后来的光纤技术路径。”中国工
程院院士余少华说，后来的实践证明，正是这条正确的技术路
线，才引领中国通信光纤从无到有并迅速发展，少走了很多弯
路。

光纤、激光器、通信机，是光纤通信的三个基本要素。光纤
制造出来了，还要解决另两个问题。而这两者在当时都是空白，
无任何基础。如果单靠自力更生需要很长时间的摸索，如此会
极大地延误光纤通信在我国的推广使用。（下转 6 版）

“中国光纤之父”的追光人生
中国工程院院士赵梓森：一生为通信技术创新不停歇

“中国现在的光纤，已占世界光纤市场

的半壁江山。接下来，我们要使用新材料，

做更高水平的光纤，继续在世界领跑”

赵梓森对自己在我国光纤通信技术

上的重大贡献总是看得很淡。每每有人

敬称他为“中国光纤之父”时，赵梓森都

会摆摆手说，“就是我不搞光纤，还有别

人会搞光纤，光纤是世界发展的方向，谁

都会跟着来，我只是先走了一步而已”

87 岁高龄的赵梓森院士，走过了 42

年的追光之路，仍未停歇脚步

▲ 2016 年 12 月 16 日，“中国光纤之父”赵梓森院士回忆当年探索光纤通信的历程。

新华社记者程敏摄


	05-PDF 版面

